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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焉耆地处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位置， 其佛教文化源自印度， 后受到龟兹、 高昌、 于阗、 敦

煌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 其信仰经历了由小乘到大乘的转变。 焉耆七个星第一窟的佛法界身像的创作

是处在焉耆民族融合、 政权更迭、 佛教信仰转型的时期， 对其的研究在法界图像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反映了七个星石窟晚期的造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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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的佛法界身图像分布在中原、 西域及云南等地区， 集中在 ５ 世纪至 １０ 世纪，
是在佛衣上表现天界、 人界、 地狱界禅观思想的图像。 学界普遍认为图像出于 《大方

广佛华严经》， 华严经因版本的殊异， 加之地域间的差异与信仰的不同， 依经典所创作

的佛法界身图像也有很大差别。 佛法界身图像从发现始， 国内外学者就对这种图像进行

了深入研究， 主要有卢舍那佛说①、 宇宙佛说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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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初， 斯坦因、 格伦威德尔、 勒柯克、 奥登堡等相继在新疆的于阗、 龟兹、
焉耆等地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在佛衣上表现佛陀、 须弥山、 六道众生等图像的作品并对这

类作品进行了绘图与分析。 其中， 格伦威格尔最先将焉耆有佛法界身图像的七个星石窟

编号为第 ９ 窟， 奥登堡编号为第 １１ 窟， 现行编号为第 １ 窟。 关于该图像的认识， 格伦

威德尔认为图像描绘的是 “一位龙王， 所指的大概是西方天王”。① １９１４ 年奥登堡对七

个星石窟进行全面考察后认为身体上或衣服上有图案的佛是法身佛。② 关于法身佛， 林

保尧认为， 法身佛是居于最高地位的如来身， 其佛法与佛理永存佛身， 身法互等。 以

《华严经》 所论的法身佛即为毗卢遮那如来， 若以密教的体系来讲， 相当于 “大日如

来”③。 李静杰以 《六十华严》 为依据， 认为七个星法界立佛下身的上半部表现的种种

花形， 应与于阗坐佛身上的几何形世界海有关， 而且作者认为 “重视千佛的表现是龟

兹作品的一大特征”④。 此外， 易丹韵以如来为华严主尊佛对七个星石窟的法界身图像

进行了再考察。⑤

以上有关焉耆七个星第 １ 窟佛法界身图像的论述， 忽略了石窟中法界身图像出现的

时间背景以及供养人。 以下将依据图像出现的时间背景、 供养人及华严义理等方面对图

像进行考证。

一、 焉耆文明与佛教信仰

１ 焉耆文明与回鹘西迁

焉耆是位于丝绸之路西域段最重要的绿洲之一， 西接龟兹， 东邻高昌。 《旧唐书·
焉耆传》 载： “焉耆国， 在京师西四千三百里， 东接高昌， 西邻龟兹， 即汉时故地。 其

王姓龙氏， 名突厥骑支。 胜兵二千余人， 常役属于西突厥。”⑥ ７ 世纪， 玄奘至阿耆尼国

（焉耆） 对焉耆文明的记载为 “文字取则印度， 微有增损。 ……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

部。 经教律仪， 既遵印度……”⑦ 至 ８ 世纪， 慧超至焉耆国描写当地的情景 “汉军兵□
领押， 有王， 百姓是胡。 足寺足僧， 行小乘法。”⑧ 霍旭初认为在安西设有管辖龟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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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 焉耆、 于阗四镇的僧官， 表明安西是汉地大乘佛教在西域传播的中心。① 但 ８ 世

纪慧超至焉耆时， 此地信仰的还是小乘佛教。 那么， 焉耆的大乘信仰应是在 ８ 世纪以

后。 付马认为， “焉耆土著龙姓势力在 ８ 世纪末已经外迁， 至 ９ 世纪初即已不再当地占

据统治地位”。② 另外， 回鹘入驻焉耆后采用沿袭唐代的管理与官号实行统治。③ 可以认

为， ９ 世纪逐渐接替龙姓部族统治焉耆的部族为回鹘人并沿袭唐代制度。
９ 世纪中期 （８４０ 年） 生活在漠北草原上的回鹘汗国破灭， 部众西迁。 西迁回鹘部

众之一的首领庞特勤于 ８４３ 年已在焉耆建立政权， 之后其异母弟仆固俊改都北庭、 高

昌。④ 付马亦认为， 庞特勤率十五部回鹘人以焉耆为中心建立了安西回鹘政权。⑤ 庞特

勤在焉耆建立的政权为回鹘西迁后唐朝承认的第一个回鹘政权。 西迁后的回鹘初期仍然

信仰摩尼教， 但回鹘王室对当地佛教采取扶持的政策， 佛教在回鹘统治的地区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 直至 １０ 世纪⑥佛教成为回鹘民族的全民宗教。 然而在回鹘未西迁之前， 安

史之乱爆发后， 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受阻， 唐朝的政令只能通过回鹘道传达到西

域。⑦ 活跃在回鹘道上的回鹘民族则成为胡汉文化的承袭者。
２ 回鹘与华严信仰

天山北道的华严信仰以龟兹地区流传的罗什译 《十住经》 始， 到唐圣历年中华严

义学在龟兹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⑧ 南道的于阗从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晋本 《六十华严》
到实叉难陀译唐本 《八十华严》， 一直是大乘佛教的中心。 据 《开元释教录》 卷九载：
“沙门实叉难陀， 唐云喜学， 于阗国人， 智度弘旷， 利物为心， 善大小乘兼异学论。 天

后明扬佛日， 敬重大乘， 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 远闻于阗有斯梵本， ……南印度沙门菩

提流志、 沙门义净同宣梵本， 后付沙门复礼、 法藏等， 于佛授记寺译， 至圣历二年己亥

功毕。”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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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可知， 中土流传的华严经典始传于南道于阗的梵本。 唐代华严经学的流传空

前， 安西四镇在西域的建立， 驻地在西域的唐军与传法的唐僧推动了华严经学的流传。
８ 世纪慧超至焉耆国时， “足寺足僧， 行小乘法。” 而晁华山通过考证认为， 七个星第 ２
窟的开凿时间为 ９ 世纪①。 另外， 从焉耆出土的大量汉文遗迹、 遗物考证焉耆地区 ９ 世

纪已经信仰大乘。
根据格伦威德尔所刊布的资料②七个星第 １ 窟有回鹘供养人像， 可知此窟为回鹘人

的供养窟。 从焉耆地区 ９ 世纪流传大乘延至 １０ 世纪回鹘人全民信仰佛教， 可知， 唐代

兴盛的华严信仰亦已在回鹘供养者之间流传。 此外， 回鹘之 《八十华严》 与 《四十华

严》 残卷的发现与研究③再次证明华严经典在回鹘人信仰中的地位， 这些经典的书写时

间虽晚于我们所讨论的焉耆七个星法界身图像的时间， 但亦可资证明受汉传大乘影响的

华严经典是回鹘供养者信奉的主要经典。
那么， 关于主尊的定名， 拟还原到回鹘信仰佛教的历史时期， 根据森安氏的考证，

回鹘信仰佛教的时间为 １０ 世纪。 那么， 回鹘信仰华严的时代， 已是中印密法最为兴盛

的时代。 有关 “毗卢遮那” 主尊的定名， 无论是出自梵语佛经的音译， 还是受中印密

法的影响， １０ 世纪的这身法身佛当以 “毗卢遮那” 定名。

二、 七个星佛法界身图像分析

１ 图解与菩萨装的义学表达

七个星毗卢遮那佛法界身图像是一幅壁面立佛缋像 （图 １）。 壁面用白垩做底色，
整个轮廓造型用流畅的屈铁盘丝线勾画。 现存图像头、 颈、 肩、 下肢及脚均残， 剩余躯

干部分， 置于华藏世界海的身光中。 “净土宣扬唯大士亲受辗转流布， 则群类普沾， 问

华严大经宗趣圆博， 佛土是华藏世界， 佛身毗卢遮那， 尚标秽境之中， 人天七处”④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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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载明了华藏世界中毗卢遮那佛身的人天七处。 佛呈直立状， 躯体无明显的动态变化

（图 ２）。 佛衣贴体， 无明显褶皱， 袖口及全身所绘分界圈由红色标示， 佛最外面裹着的

短裙也由红色带子扎着， 裙外围边缘由红色带子绲边， 裙底色漫漶， 裙上有四个小圆白

点组成的连续纹样装饰。

　 　 　 　 　 　 　 　 　 　 图 １　 　 　 　 　 　 　 　 　 　 　 　 　 　 　 　 图 ２
（图 １　 七个星佛法界身图像， 采自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可沁艺术品》
彩图 ２７， 第 ３５３－３５５ 页； 图 ２　 锡克沁佛法界图像线描图， 采自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

什博物馆藏锡可沁艺术品》 线描图， 第 ３１９ 页）
因图像首尾均残， 无法辨识佛是否有璎珞庄严其项， 但是佛身上的短裙应为佛穿菩

萨装特征， 其次， 腕部的饰品也强调了佛为菩萨的装扮。 佛为菩萨的装扮在龟兹地区的

克孜尔第 １７ 窟、 阿艾石窟， 七个星第 １ 窟、 于阗佛法界身图像上均有表现。 从中反映

出七个星佛法界身图像在义学表达、 图像构成上与龟兹、 于阗法界身图像之间的联系。
赖鹏举认为， 五世纪以来北传地区的佛法界身像的经典出处在罗什译的 《十住经》

“法云地”， 而非整部的晋译 《华严经》。① 那么， 七个星法界像与克孜尔第 １７ 窟之间的

联系是否同样出自罗什译的 《十住经》 呢？ 对比罗什译的 《十住经》 “法云地” 与晋

本 《华严经》 “十地品” 为同一内容。 晋本 《华严经》 “十住品” 与罗什译 《十住经》
的主尊都在强调卢舍那之力， 发起菩萨道。 唐本 《华严经》 “十住品” 与 “十地品”
都讲述了以毗卢遮那佛之力， 发起菩萨道。 晋本以 “有所闻法， 即自开解， 不由他

悟”②。 唐本以 “有所闻法， 即自开解， 不由他教故”③。 晋本华严在自解的过程强调顿

悟者本身而唐本华严在自解的过程中强调教义本身， 在本体上已经发生了转变。 晋本以

“勤学、 多闻， 安住不动” 而自解， 唐本以 “知众生、 心无染” 而自解， 在自解的方法

论上也发生了改变。 虽在定名、 本体、 方法论等方面发生改变， 但对比各经的内容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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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尊所修的菩萨道。 区别在于唐本华严以其统摄性的品目强调一个整体的唯一性， 即一

佛乘的思想， 这一思想在 《法华经》 中同样含摄。 因此， 在义学上来讲七个星佛法界

图像为佛身造像内容的菩萨出处， 以菩萨装承载众生， 总越三界之境来表达三乘中的菩

萨乘即大乘。
２ 个体存在与法界圆融

佛右手上举， 掌心向外， 施与愿印。 手臂处红色分割圈内图案漫漶不清； 左手自然

下垂， 手背朝外伸展。 左肩及手臂处由三个红色边框的椭圆形分割， 肩部圈内绘一禅定

坐佛， 佛穿红色垂领式袈裟， 两手相叠置腹前， 双腿结跏趺坐完全被袈裟包裹， 呈禅定

坐姿。 从坐佛所处的位置可知代表了六道之佛道。 上臂红框圈内绘一身菩萨， 因壁面脱

落， 无法看到头光。 菩萨头束高髻， 前部可见三髻珠宝冠， 颈戴项饰， 左肩著披帛， 红

色帛带从头部垂下绕臂向下， 下部残损。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 曰： “尔时，
毗卢遮那如来住此狮子频申三昧， 即时东方过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世界海， ……於楼阁

中， 化作光照十方摩尼宝王大莲华藏狮子之座。 诸菩萨众各於其上， 结跏趺坐。”① 此

处为六道之菩萨道， 下臂两圈内图像不明。
胸廓部位残存两层， 上层绘三身坐佛， 壁面残存坐佛有头光， 看不到身光， 据格伦

威德尔所绘线描稿上坐佛有身光。② 下层亦绘三身坐佛于宫殿内， 中间坐佛较大， 两旁

坐佛较小， 中间坐佛着垂领式袈裟， 呈禅定坐姿， 这些禅定坐佛均有头光、 身光。 腹部

绘发光的须弥山， 代表三千大千世界。 山前绘一匹奔马， 向右奔行。 奔马在法界身图像

上的出现表明天山南北两道之间佛教文化相互影响、 融合， 于阗法界图像亦有奔马表

现。 须弥山左侧绘有一轮月亮， 右侧图像不清， 推测为太阳。 短裙下面腿部图像模糊，
经仔细辨认可知为婆罗门， 婆罗门在印度种姓制社会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佛经与

壁画中多有出现， 深刻反映出佛教与印度文化相结合的特点。 《魏书·西域传》： “焉耆

国， 文字与婆罗门同， 俗事天神， 并崇信佛法。”③ 又 《隋书·西域传》： “焉耆国……
其俗奉佛书， 类婆罗门。”④ 壁画中， 婆罗门的形象一般是以外道的形象出现， 而且往

往干痩佝偻， 赤裸上身， 块布围臀。 而在这身毗卢遮那佛身上的婆罗门显然具有较高的

地位， 他们位于腿的上部， 头上有头光， 上身装扮如同菩萨、 天人， 同样是肩绕披帛，
颈带项圈、 璎珞， 臂有臂钏、 手镯， 只是在相貌特征上区别于菩萨、 天人。 可见， 从

佛、 菩萨、 外道人物分界并存在图像上的体现， 含摄了法与界的相互圆融。
３ “菩萨行” 与 “涅槃” 组合的法身常驻

佛膝盖部绘八隅形的法轮左右各一， 每一隅中都残有宝珠装饰， 法轮中间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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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此图像和克孜尔第 １７ 窟的法界身图像的膝部所绘的法轮相似， 唯独七个星佛法界

身图像的法轮里面有头像。 佳科洛娃认为法轮中的头像代表的是日神与月天。① 而 《入
法界品》 中载： “有转轮王， 名： 大威德……彼大威德转轮圣王已得菩萨神通自在， 化

作兵众， 其数倍多， 围绕道场； 诸魔惶怖， 悉自奔散。”② 此处应为大威德转轮王变化

之兵众， 为护法所现。 膝盖下部残存形象为供养人， 头有头光， 戴三髻珠宝冠， 脸部及

前胸部残， 身穿甲胄， 下部残留一点裙， 双手合十供养， 表六道之人道。
图像中三界六道众生分别处于不同的阶位， 但是在个体的表现上， 上始佛陀下至人

畜都有成佛的标志。 意在阐明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经载 “狮子吼者， 名决定说， 决

定宣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凡是有心， 定当作佛”③。 “皆有佛性” 是构成 “三界圆融”
的基础。 佛、 菩萨、 六道众生的佛性是一样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是因， 修行菩萨

道的阶位为次第， 引导众生顿悟、 修习成佛为果， 果的形成需要佛涅槃的引导。
此窟后室的佛涅槃图与前室法界身图像形成关联。 经载： “我灭度后， 复有弟子不

闻是经， 不知、 不觉菩萨所行， 自于所得功德， 生灭度想， 当入涅槃。”④ 佛与宇宙众

生平等不二， 为法身佛最圆满的智慧， 亦即无相。 “涅槃之法， 舍离十相， 故曰无

相”⑤。 从佛涅槃到佛法身常驻为一个组合， 意为引导众生顿悟、 修行菩萨道。 “如是皆

以毗卢遮那如来， 往昔之时于劫海中修菩萨行”⑥。 毗卢遮那菩萨道的修行与 “十住”
“十地” 阶位紧密相关， 法界身图像的 “界” 就在于体现 “十住” 或 “十地” 的不同

果位， 以不同果位的修行最后达到法界圆融。 佛衣上的 “法界” 意在突出一体含诸法，
由诸法分界又相依成体， 圆融成像。

４ 背光图像与渊源

佛身光为一片溢满的华严藏世界海， 海中屈波荡漾， 宝树、 莲花点缀其间， 左右各

有嬉戏童子一身， 童子项有蛇形龙， 左右数鸟畅游。 表现了莲花藏世界海的种种形象。
佛光外侧第一匝由圆形、 六边形及半圆等几何纹样装饰。 第二匝由 “Ｚ” 字形波折纹样

装饰， 身光外围的右侧为莲花、 莲叶、 珍宝及禅定坐佛。 坐佛著垂领式袈裟于莲座上，
佛前有莲及珍宝。 禅定坐佛下部为一只头朝向立佛展翅的水鸟， 一脚直立， 一脚腾起于

莲座之上。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 曰： “仁者当知， 诸水鸟王皆具胜。 谓水鸟王皆

具二德。 一番谛其心。 如取鱼时， 入水翘立。 一心觇视， 嶷然不动。 二静观水族， 所欲

皆从。 我王亦尔， 高居俯视， 听政万方， 寂然不动。 感通无礙， 言不虚发， 一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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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①。 此处的鸟王代表的是畜生道， 鸟王已立于莲座， 以应证佛说 “一切众生， 皆有

佛性”②。 佛光最外侧图案漫漶不清， 可辨认的同样是莲及珍宝， 还有禅定坐佛的外廓，
基本与左侧相似。 由线相隔的最左侧有半对半式团花图案边饰， 这种团花边饰在高昌回

鹘石窟与敦煌唐末、 五代、 宋时期的石窟均有出现。
此法界身图像与其它法界身图像最明显的区别是佛背光上的 “Ｚ” 字纹佛光。 此造

型的佛光， 多出现在高昌回鹘时期的石窟中， 随后流传至其它地区， 如高昌、 龟兹、 焉

耆、 敦煌。 “Ｚ” 字形佛光的出现， 证明了安西回鹘政权归属高昌回鹘政权后， 壁画受

到高昌回鹘的影响。 此纹样最先在西域地区的出现源于波斯， 而波斯 “Ｚ” 字纹样的运

用最早出现在陶器上。 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有 “Ｚ” 字纹佛光的誓愿图中多有波斯

供养人画像出现。 （图 ３） 此种纹样的流传证明， 随着波斯人及回鹘摩尼教徒的迁徙，
大量波斯艺术传入焉耆、 高昌等地。 此外， 波斯釉陶盆在焉耆的最新发现，③ 亦证明波

斯文化在焉耆的传播。

　 　 　 　 　 　 　 　 　 　 　 图 ３　 　 　 　 　 　 　 　 　 　 　 　 　 　 图 ４
（图 ３　 柏孜克里克第 ９ 窟誓愿图， 采自 《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 图版 ２２， 第

７ 页； 图 ４　 克孜尔第 １７ 窟主室左壁侧廊佛法界图像， 采自 《龟兹寻幽———考古重建与

视觉再现》 图 １４３， 第 ２０４ 页）

三、 七个星与天山南北两道佛法界图像之异同

从佛教信仰上来看， 焉耆与龟兹在 ８ 世纪之前的信仰趋同， 石窟构造两地也十分相

似， ８ 世纪以后至 ９ 世纪， 焉耆受汉地尤其是敦煌影响较大。 回鹘供养人画像的遗存与

９１１焉耆七个星毗卢遮那佛法界身图像研究

①
②
③

［唐］ 般若译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 １２， 《大正藏》， 第 １０ 册， 第 ７１６ 页上。
［北凉］ 昙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 卷 ７， 《大正藏》， 第 １２ 册， 第 ４０４ 页下。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编 《西部考古》 第 １７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７２ 页。



洞窟出土的汉文和回鹘文佛经写本可知这些洞窟后来由汉人和回鹘人长期使用过。 至 ９
世纪， 这里的洞窟已开始有了大乘因素。① 具体到第 １ 窟的法界身图像上， 它与天山南

北两道的造像形式密切关联。
１ 七个星与天山北道法界图像之关系

焉耆与龟兹地区的佛教信仰由小乘到大乘的转变在造像形式上可明确。 霍旭初认为

龟兹大乘仅限于多佛信仰， 似般若或华严的某些早期思想。② 克孜尔第 １７ 窟佛法界图

像 （图 ４） 在佛背光与头光中均绘千佛， 佛躯干部分绘三层禅定坐佛， 四肢均以椭圆

形构图划分三界六道， 七个星第 １ 窟佛法界身图像与此构图相同。 在龟兹阿艾石窟与

库木吐喇第 ９ 窟佛法界身图像上 （图 ５、 ６） 反映的是中原大乘佛教的净土思想与华

严藏思想的结合。 画像虽仿照了中原、 敦煌地区的佛画样式， 但是佛身构图却保留

了龟兹模式。 佛腹部绘须弥山的场景是敦煌、 中原地区表现华严藏世界的模式。 敦

煌莫高窟北周时期的第 ４２８ 窟佛法界身图像与阿艾石窟、 库木吐喇石窟有许多相关

性， 可以看到龟兹地区的这两件佛法界身图像受到敦煌地区的影响。 七个星第 １ 窟的

须弥山描绘有可能也是来源于这两幅图像。 但是在表现三界六道的图像上仍与克孜

尔第 １７ 窟法界身图像紧密相关， 四肢上的法界同样采用椭圆形界圈分割， 躯干上部

也同样是三层坐佛的构图形式。 七个星第 １ 窟佛法界身图像背光上的莲花藏世界海中

蛇项童子护法神与修建于 ９ 世纪汉风明显的七个星第 ２ 窟中纵券顶莲茎环格图案画里

的童子为同一造像式 （图 ７）。

　 　 　 图 ５　 　 　 　 　 　 　 　 图 ６ 图 ７
（图 ５　 阿艾石窟佛法界图像， 采自 《新疆佛教遗址》 第 ３７９ 页； 图 ６　 库木吐喇第 ９ 窟
佛法界图像， 采自 《新疆库车新发现的卢舍那佛像刍议》 图 １， 第 ７４ 页； 图 ７　 七个星

第 ２ 窟券顶西侧壁护法童子， 笔者拍摄）
２ 七个星与天山南道佛法界身图像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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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于阗巴拉瓦斯特的法

界身坐佛 （采自 《新疆佛教

遗址》 上册， 第 ７０页）

　 　 现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的一幅源于南道于阗巴

拉瓦斯特的法界身坐佛 （图 ８）， 佛颈部的璎珞与克孜尔

第 １７ 窟法界身图像的含义相同， 都在表明佛在成佛前所

修的菩萨道。 佛腹部的奔马与龟兹的阿艾石窟、 库木吐喇

第 ９ 窟、 焉耆七个星第 １ 窟佛法界图像表现形式一致， 马

都朝同一方向奔行。 《入法界品》 曰： “菩提心者， 如良

善马， 远离一切诸恶性故； 菩提心者， 如调御师， 守护大

乘一切法故。”① 此经以马为示， 教导人们不要做恶事，
奔马的形象具有远离恶事之意。 南北两道的佛像在创作中

相互借鉴、 影响， 同时也反映了 “马” 在西域地区人们

生活中的重要性。
从绘画风格上来说， 克孜尔第 １７ 窟佛法界身图像与

克孜尔石窟整体绘画风格一致， 在壁画构图、 装饰、 用色

等方面形成了本土模式。 阿艾石窟、 库木吐喇第 ９ 窟法界

身图像融合了中原、 敦煌式与龟兹本土模式。 七个星第 １ 窟法界身图像则是这两种模式

的结合， 同时包含了回鹘人的生活信仰。 在绘画色调上他们更喜欢热烈的暖红色， 在布

局上采用庞大的构图。 在绘画技法上受到波斯艺术和中原绘画的影响。 采用 “屈铁盘

丝” 的铁线描是回鹘石窟壁画的主要用线特征与 “凹凸” 晕染法形成了七个星法界身

图像的绘画风格。

四、 图像复原及意义

七个星第 １ 窟像柱式的石窟构造是 ７ 世纪最初建窟时的产物， 也决定了绕柱观像的

修行方式。 第 １ 窟经过重绘后观像内容较为复杂， 既保留了原有小乘佛教的佛本生、 佛

传故事画， 又重绘了华严大乘经典的佛 “法界身” 图。 笔者将此图像在前人临摹的基

础上进行研究性复原， 以期能够进一步解读图像。 重点复原部位为头部、 胸部、 腹部、
腿部， 复原图像的理论依据为： 人种与时代审美特征决定了他们所信仰的佛形象。 此

外， 从回鹘时期的诸石窟中的供养人画像与佛主尊形象对比分析， 两者的相貌特征有许

多相似之处。 故经过考证， 此毗卢遮那佛的头部具有高肉髻， 面型丰圆， 眉似柳叶， 双

眼微开， 高鼻， 嘴角上翘的突厥人特征。
胸部残存两层， 现根据 《华严经》 “须弥顶上偈赞品” 与 “夜摩宫中偈赞品” 将

佛说法处复原为三层， 从下至上依次为 “帝释天” “忉利天宫” “夜摩天宫”， 为六道

之天道。 腹部复原奔驰的小马与须弥山后面的半圆形发光的太阳。 复原须弥山左侧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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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月亮， 右侧上部为太阳。 腿部上面复原两身婆罗门， 《十地品》 载： “生在如来家，
种族无瑕玷， 与佛共平等， 决成无上觉。”① 下部复原两身供养人。

据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锡克沁艺术品》 中刊布的复原图为佛像整体偏向

左侧， 貌似向左侧的听法者或供养者说法。 从原壁画来看， 此像身躯无任何动态变化， 《八
十华严》 经文中的法， 不是以主尊毗卢遮那佛为众生讲法而进行， 而是以不同果位的修行法

来颂扬佛的功德法海。 所以， 图像的复原应是头部朝前， 腿部朝前的庄严之态 （图 ９）。 复

原后的图像呈现的是佛与众生平等无二、 三界圆融的菩萨行莲花藏世界。 《八十华严》 里毗

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化， 与焉耆地区长期信仰的小乘佛教中的释迦牟尼佛有关。

　 　 　 　 　 　 　 　 　 　 　 图 ９ 图 １０
（图 ９　 焉耆七个星第 １ 窟毗卢遮那佛法界身图像复原， 作者绘； 图 １０　 焉耆七个星第

１ 窟石窟配置平面示意图， 根据 《新疆古佛寺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考察成果》 图 ４６２ 所绘， 第

３６８ 页）
　 　 对单幅图像的复原以及对石窟配置组合关系的考证是石窟壁画研究的重点。 故笔者

根据前人的研究， 对该图像的位置与整窟的建造模式予以重构， 以窥其造窟思想。 从格

伦威格尔与晁华山先生的调查中发现， 此窟主室左右两侧的说法图壁画是不对称的， 这

是七个星石窟群中的特例， 也是石窟修建中不常见的。② 这种不对称不仅是左右壁的不

对称， 经过复原后的图像来看， 此图像外围的分布也不对称。 李玉珉认为， 中唐时， 敦

煌画师多在一个壁面上绘制数铺大幅经变， 经变和经变间以精美的唐草花卉图案分

割。③ 这是敦煌壁画从中唐到宋常见的一种对壁面安置的方法， 也多见于重绘。 右侧壁

壁面整体分为三块， 靠近东南角绘说法图， 中间绘立姿天神， 毗卢遮那佛法界身图像应

位于该壁西北角。 从整窟平面示意图与内容复原配置表可以看到 （图 １０， 表 １）， 此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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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完善。 以主尊释迦牟尼立佛像为主题， 主尊左侧壁为燃灯佛本生故事画①， 右侧壁

说法图推测为弥勒说法， 从两边说法图与主尊的组合关系来看， 具有三世佛思想。 因而

重修后的七个星第 １ 窟的石窟配置包含了此窟原有的中亚早期 “十方三世” 的造像内

容， 重修后加入了华严多重含摄圆融为体的造像内涵。

四、 结论

对回鹘供养者来说， 七个星第 １ 窟中的佛法界身图像的内容是他们对世界主、 客观

认识的反映。 对同一佛教经文的认识， 由于受众的不同所表现的法界图像也不尽相同。
所以， 对不同地区的佛法界身图像研究不应一概而论， 应更多考证受众所处的时期、 个

体世界观的差异， 才能对其由经文产生的图像有更客观的解释。
七个星佛法界身图像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 其一、 保留了印度佛教文化中的造像

因素； 其二、 综合了天山南北两道的造像模式， 尤其受龟兹地区、 高昌地区的影响较

大； 其三、 受汉地反传西域的大乘佛教影响， 画面结合了敦煌佛画的诸种特征， 同时也

包含了回鹘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涵。 总之， 焉耆七个星第 １ 窟的佛法界身图像的内容出处

来自唐本 《华严经》， 描绘的是华严主尊毗卢遮那立佛的法身观形象。 由图像构成反映

出， 其创作的时间应是焉耆佛教的晚期。
表 １　 焉耆七个星第 １ 窟内容配置表

焉耆第 １ 窟内容配置表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菩萨立像

Ｂ１、 Ｂ２ 真人等大供养人

Ｃ１ 大型说法图

Ｃ２ 说法图

Ｃ３ 立姿天神

Ｃ４ 法界身图像

Ｄ１ 燃灯佛本生故事画

Ｄ２ 弥勒佛说法图

Ｄ３ 释迦牟尼说法

Ｅ 涅槃图

Ｆ 八王争分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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